
秦晖：中国家庭“南非化”严重，无法回归家庭养老 

【题记】 本文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 2015搜狐财经年会上的主题演讲中。他表

示：中国没有办法回归家庭养老，不仅是因为家庭养老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作为就在下降，而

且也是因为中国实行 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其实已经摧毁了家庭养老的机制。他说：我们必须保

护正常的家庭功能，其中包括人口再生产的功能，也包括他在伦理方面的功能。就是说中国这

种南非式的家庭结构必须改变，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使得农民不但作为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

作为家庭他们也应该，而且更应该进入城市。而且进入城市的途径应该是自由的、自愿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中国 30年经济奇迹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讲的题目是所谓中国优势不可持续，以及怎么重建这个优势。其实首先要理解

我们30年的改革，尤其是30年的经济奇迹，到底是因为中国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当然这个优势

现在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由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因此有市场机制的优

势。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并不全面，因为我们要知道走市场化道路的国家很多，但

是很少有国家有像中国这样 30年高速的增长，尤其是在那么大的经济体量的背景下。 

还有一种，在我们的一些左派朋友中比较流行的，说我们 30 年的经济发展是有赖于改革前

的体制的，改革前的体制究竟怎么提供优势呢？有些人说，改革前的体制建立了工业化的体

系，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个工业化体系就不可能有我们后来承接未来世界的产

能。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革以前的体系建立了教育和卫生的基本保障，这两个保障使中国拥有

了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是高素质，高素质就是教育和健康水平。 

可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在国际范围内提出最尖锐批评的恰恰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左派朋

友，比如说佩里·安德森先生，他前段时间写了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所谓的两种改革，两种改

革中他提出的一个主张非常有意思，因为你改革以前做的特别差。所谓的特别差，不仅是对市

场经济国家而言，也包括对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而言，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假如说我们改革以前的优势体现在据说是基本建成了工业化体系，和由于教育、卫

生，使我们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我们就很难解释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两个优势，显然东欧国

家做的很好，可是他们在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型过程中，也没有发生奇迹，这一点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更不能解释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越南，越南在改革以前有什么工业化

吗？越南在改革以前基本上处在战争阶段，就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建设。社会保障更

差，但是我们知道，越南在 80 年代搞了改革，这个改革也是市场化的，他们不叫改革，叫革

新。他们革新之前是完全没有工业化基础的，也谈不上任何福利的基础，但是他们的经济那也

是奇迹。如果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和中国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越南经济

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南越，不是北越。大家知道，如果去过越南就知道，胡志明市的繁荣程度远

远超过河内，可是南越如果有什么规划，在旧体制下难道有什么工业化建设吗？当然根本就没

有的。 

讲的简单一点，那个时候只要是认真的搞经济，不管是搞计划经济，也就是说这个计划要

搞的比较理性一点，还是搞市场经济，都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但是东欧国家是没有这个条件

的。东欧国家在取消计划、建立市场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一段混乱的时期，尤其是东欧国家计划

经济体制还是两重体制，这两重体制都被打破以后的确有一段休克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

上是走出休克的过程，这和苏联东欧的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奇迹，第一，我们有走出混乱的优势，东欧他们没有的，他们的混乱是改



革以后产生的。第二，我们还有走出帕累托改变的优势。实际上一个改革要变成帕累托改进是

很难的，因为改革总要一部分人得利，一部分人要付出代价的，无非就是这两种人种哪一种

多，如果多数人得利，少部分人付出了代价，我们认为还是值得改的，但是这种改革也是帕累

托改变。你改变了所有的人都吃亏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都得利了。 

 

人口红利已消失 中国已无法回归家庭养老 

 

另外两个大家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是人口红利的优势。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至

少提高中国劳动年龄阶段人口的比例，使得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提高人均 GDP，这一点是不可

否认的，至于它的长远后果当然我们现在逐渐在看到，但是当时我们的确是沾了人口红利的优

势。我们这里要补充的，我们不仅通过人口的强制手段，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而且更

重要的，使得中国的家庭状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把他称之为中国家庭状态的南非化，

什么叫做南非化呢？就是使得中国比如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是没有

给这些劳动力在城市过家庭生活的条件，使得中国出现了 3亿多家庭离散人口。 

其中包括在城里的单身劳工，我这里讲的单身劳工，并不是说他们夫妇只有一方进入城

市。大家知道，现在 9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很多人都是夫妻两人都进了城市，但是分别住在集

体宿舍里，即使两口子都在城市，也没有办法过家庭生活。当然更常见的，他们把家庭留在农

村，形成大量的“三留守”，就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个现象在南非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那就是因为他当时的体制安排造成的。这个体制安排

在中国的确也使得 GDP 的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其实是受到影响很大的。因为实行

这个政策的结果，第一，在城里就不允许贫民有窟。其他国家，像印度，要把个穷人赶走是很

困难的。我们在农村中，因为这些人是家庭离散的，这些人就不能不把在城里赚到的钱，大量

的投入到家乡，盖一些只有过年住几天的空房子。 

现在外国人到了中国，觉得中国人真的伟大，在城里头没有什么穷人街区，城市里充满了

豪华建筑，有些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美、农村像非洲，农村真的像非洲吗？很多人到了农村去

一看，农村也不像非洲，农村也盖了不亚于欧美的那些房子，很多地区，大家知道农村的房子

也是几层楼几层楼的。可是惟一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几层楼几层楼基本上都是空的，这些人

都是候鸟，这些人都是家庭离散者。 

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确使得中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不说是好还是坏，但是的确对中国

GDP 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对中国式的所谓高速城市化贡献巨大。这个也可以说是人口红利的一

部分，因为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对家庭状况的一种改变。还有一个，走入全球化的优势，中国

从 2001 年入世以后就成功的走上了从全世界吸纳资本、输出商品，所谓的双顺差这么一个道

路，而这个道路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台阶，大家知道，在

这之前中国的经济已经是高增长，但是通常还不是两位数，到了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可以说进

一步的提速，连续很多年中国的 GDP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 

这个加入全球化也不仅仅是加入全球化的问题，包括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在出口商品和吸

纳资本上都依靠我们的体制，具有一些所谓独特的优势。关于这点我在所谓“昂纳克预言”的

讨论中曾经给出，比如说我们当时招商引资可以说做到极尽所能，所有政策都为招商引资让

步，这种做法我们有些学者又把它叫做降低交易成本，用铁腕手段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实际

上很多这种现象不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剥夺交易权利。但是也的确不能不说，这是当时中国

招商引资的一个或者说中国经济发生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中国现行体制存在很大问题 未来面临一系列挑战 

 



中国现在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我们建立这个体制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你从社

会主义的角度讲，你的社会保障层次是非常之低的，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你的自由竞争的

程度也是很低的。因此，中国的未来当然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我们前面讲到的所谓的交易费用，实际上就是用剥夺很多阶层的交易权利的办法来

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像这样一种所谓的费用，我并不认为是交易费用，但是这种费用我们的

确省下来了吗，还是仅仅是欠了这种费用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中国式的城市化造成这种所谓家庭离散的企业，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关于农民工

制度带来的购买力不足什么我就不说了，而且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伦理危机。 

第三，中国现在从前几年开始，应该说就从去年开始，很多人说进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关节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资本输出变成了资本输出，中国最近讲的“一带一路”，很多人

有很多解读，说穿了“一带一路”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具体的也不是哪个路、也不是

哪个带，具体的概念其实就是资本输出，或者说希望通过对外的资本输出来化解中国的所谓过

剩产能，像这样一种思路。可是这样一种思路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阻碍，其实这个阻碍说穿了

说到一点，很多国家非常欢迎中国资本，但是不喜欢具体的方式。 

如果这套能够成功的走下去，我觉得对中国提高中国的 GDP 增长率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大

家知道资本输出的这些国家，一般来讲都不太可能出现对 GDP 经济奇迹的，但是可能对 GNP

的增长有好处，因为只要是中资，在海外能赚钱当然也是中国人在赚钱了，他是可以提高 GNP

的，但是不一定能够提高 GDP 的增长。最极端的就是，假如中国的经济根本和西方现在出现了

一个倒转，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资本项目双顺差，而是变成了双逆差，我们不仅对外输出资本，

而且对外进口商品，从这个趋势来讲的确是有这样的趋势，当然这个路途还是很遥远了。假如

我们真的非常幸运的实现了这个转变，那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们有没有这么幸运首先是有问

题，“一带一路”、“资本输出、产业转移是不是如我们所愿，当然是一个问题，如果如我们

所愿怎么样呢，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必须要强调的。 

第一，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转型，中国就必须面对比西方更加严重的所谓的皮凯蒂

的陷阱。皮凯蒂的一本书去年炒的很热，按照皮凯蒂的说法，经济太自由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加

剧，是指西方内部的，不是指什么南北方的，不实指什么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他就说从几十年

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或者基尼系数或者最高官的占有收入百分之多少的比

例，这几十年有明显的增长。皮凯蒂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我觉得是不能成立的，他解释为经济如

果过分自由就肯定会这样，我觉得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关于这点我不能详细的讲。但是的确

与资本、与商品的流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如果资本和劳动进行收入分配的

话，当然稀缺要素的持有者肯定会占优势的，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讲的简单一点，劳

动过剩谈判地位肯定会下降，资本过剩，资本谈判地位肯定就会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 30

年，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商品流入这些国家，中国商品的输出实际上

也是劳务的输出，因为低价商品背后是中国的低价劳动，如果人家不买我们的商品我们的劳动

就会严重的过剩。因此这个商品输出实际上是劳动输出，劳动输出、资本输入的结果，在西方

导致他们的劳动更加过剩、他们的资本不再过剩，这一点在西方导致了皮凯蒂讲的那种现象，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经济太自由的结果，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尤其是两种不同体制的国家

合在一起搞纯经济的全球化的结果。 

但是在我们这里，大家知道，走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不止我们中国，东亚的很

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凡是走这条道路的国家，在这个阶段都是社

会平等落实的比较好的，讲的简单一点，外部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资本就不过剩了，而本国劳

动的大量输出，又使得本国的劳动变得稀缺了，或者资本输入使得资本不稀缺了，劳动输出使

得劳动部过剩了，这个条件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些国家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阶段出

现了基尼系数最低的一段时期。 



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基尼系数高涨的情况，可是这个阶段如果过去了呢，中国如

果也进入一个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阶段，皮凯蒂讲的那种现象就会叠加在我刚才讲的这个现

象之上，就使得中国本来基尼系数应该很低的情况下他都那么高，那个时期它又会高到什么程

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产能严重过剩 进入劳动力整体短缺阶段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产能过剩或者劳动稀缺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民工荒，民工

荒就是因为劳动力不再过剩了。可是大家知道，假如中国的制造业成功的转移到海外，这里当

然是不是能够这么成功我还不敢说，假如真的能够成功的转移到海外，那么中国的民工荒将得

到解决，所谓得到解决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中国的民工要接受相对而言更低的工资，我这里

讲的当然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绝对值可能还会增长的，但是相对而言，在分配体制中的谈

判地位就会更低。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挑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经济大家知道，增速在下降，而且我觉得这是不可逆的过程，经济学家大部分也这么认

为。 

但是这个不可逆过程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有人说他会带来就业的危机，这是很多人讲

的，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独特的人口结构，我觉得总体上就业危机，由于经济减速带来的就业危

机，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中国人口拐点已经过了，现在开始进入劳动力稀缺阶

段。这个时期，应该说结构性的就业危机还会出现，因为中国现在的确，比如说熟练的技术工

人还是很短缺的，一般的蓝领工人可能并不短缺，结构性的就业问题肯定还会存在。 

总体来讲，由于中国这些年人口红利的消除，由于中国进入一个劳动力整体短缺的这么一

个阶段，因此增速下降导致的就业危机可能没有像以前人们估计的这么严重。但是另一方面，

他导致的社会保障危机会比过去要严重得多，尤其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所谓的 124 家

庭，就是一对夫妇要养四个老人、一个孩子，像这样一种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比重奇低，就是

我们说的未富先老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增速降低以后的确给我们的社会保障会带来非

常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在改变人口结构，我们现在在改变人口政策，刚才梁先生已经讲了，这

是非常应该的，但是他的效果要在 20年以后才能体现。因为我们现在，你就说是让大家放开生

孩子，假如大家也真的放开生孩子，当然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还不知道。 

假如大家也真的放开生孩子，但是大家生的孩子要过 20年才能成为劳动力，所以再一个时

期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会加大中国这种受保障人口的比重，而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至少 20

年的时间中国要面临更严重的社会保障困境。因此，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优势，的确将来都不会

存在了。 

因此，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一个重建优势的问题。要重建优势的确就有一个刚才维迎讲到

的，我们要重建这些优势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因为你讲的优势、劣势，其实只有在目的明

确的条件下才可以做判断的，否则你认为的优势别人看来很可能就是劣势。我们实现的现代化

如果是普世的现代化，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现在如今是要把权力关笼

子，而不是要把老百姓的权力关进笼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中国如今不是要走出

福利国家，而是要摆脱负福利的困境。而在摆脱负福利困境这个问题上，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

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中国要实现市场的决定作用，这是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市场的决

定作用不是通过推卸政府责任的途径实现的，而是要通过限制政府权力的途径来实现的，在西

方你不需要强调这个东西，因为西方的宪政制度自然使得权力和责任就是对应的， 

第四，中国完全可以输出资本，但是很难输出中国模式。资本输出的意义之一就是要学会

普世的规则。 



第五，中国没有办法回归家庭养老，不仅是因为家庭养老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作为就在下

降，而且也是因为中国实行 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其实已经摧毁了，不仅计划生育，还是我刚才

讲的家庭南非化的现象，都已经摧毁了家庭养老的机制。但是我们必须保护正常的家庭功能，

其中包括人口再生产的功能，也包括他在伦理方面的功能。就是说中国这种南非式的家庭结构

必须改变，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使得农民不但作为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作为家庭他们也应

该，而且更应该进入城市。而且进入城市的途径应该是自由的、自愿的。 

我们现在讲重建中国优势，中国最根本的优势是什么？说穿了，中国最根本的优势，与其

说是体制的优势，不如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

关于这点我最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中国人在正常状态下能够有什么优势，大家可以去参

观一个地方，这就是马来西亚，但是我这里讲的不是吉隆坡，我这里讲的是东马来西亚，就是

沙捞越和沙巴。西马来西亚，西马来西亚的人很多，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在西马来西亚，西马来

西亚是一个福利国家。东马来西亚，马来人很少，政府管制的也很少。东马来西亚的城市基本

上都是华人城市，东马来西亚的非华人、非马来人的民族，他们的数量虽然很多，基本上处于

原始状态，经济活力很差的，这些城市现在都是马来西亚经济的明星。这些城市其实都是在政

府不怎么管制、不怎么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凭借华人社会内在的组织资源和经济活力成长起来

的，讲的简单一点，现在的东马来西亚那几个城市都是这样，那个经济的确是非常之繁荣。但

是这个繁荣都是华人自己做的，所以我觉得成龙的一个说法，我是非常反感的，成龙说，中国

人天性就决定了他们喜欢有一个权力无限的老爷管着他们，他们自己不会管理自己的，他们如

果看看真正的东南亚华人城市就会知道，全世界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学会自

己管理自己。总而言之，东马的例子其实有一个启示，我们的这个优势完全是可以重建的，这

个重建如果要用我们现在官方的一个说法也不是可以，就是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大家要注意，所谓的社会主义，决不是政府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而是政府的责任可

以追问，而且这个追问必须是强化力度。而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政府可以不承担责任，

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约束。用我们常见的话讲，我们不能再搞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的

经济。这个背景下，中国将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过程不是通过否定自由竞争的

市场经济实现的。 


